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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中国历代的藏书，无论是官府藏书、私家藏书，还是寺观藏

书、书院藏书，在中华几千年的文明史上都起过不可替代的重要

作用。藏书活动是人类社会文化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通过藏

书，人们将人类有史以来的思想智慧保存起来，并一代又一代地

传递下来，直至当今，延续未来。藏书活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

的一股重要力量，通过利用藏书、开发藏书，人们将知识化作财

富，将智慧化作效益。藏书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发展的过程，

这是因为，作为藏书 书籍的萌芽、雏形、成熟、发展，的主体

总是在不断变化、不断丰富、不断创新。从古老的简牍到当今的

电子读物，这种漫漫的变化过程和惊人的结果，让人们对书籍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和丰富的想象。然而，时下人们关心的似乎不

是书的变化过程和结果，人们更多地将目光投向书的本身，即书

是什么，或者说什么是书？人们担心，不弄清书的确切定义，就

无法对藏书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这样又怎么能写出一部令世人

满意的藏书史呢？实际上，我们在酝酿这本《中国历代藏书史》

的时候也有过这方面的担心和困惑。现在，这本书的书稿已经

完成了，有没有必要回过头来再议论一下“书”和“藏书”的定义

问题呢？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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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书”的争议

关于“书”的定义，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甚至可以

说，“书”是图书馆学理论界争议已久的一个热点和焦点问题。

我们发现，关于“书”的定义，就当前而论，少说有十几种，多说有

几十种。有从书的物质形态论述的，有从书的内涵论述的，还有

从书的功能去论述的。然而，在一篇有关“图书定义的讨论”的

文章的结尾处，作者竟然给读者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结论：“通

过上述讨论，对图书一词的定义有了初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可

以得出如下结论： 截至目前为止，有关图书一词的概念是模糊

的，定义是不确切的；图书是人们在能够携带的材料（载体）上

有兼用图象及大量文字传递思想感情的产物； 关图书一词的

定义讨论是 作者给图书下的定义也不一定是确切、有必要的；

严密、理想的，希望有关学者进一步讨论。”在此，我们不可能

就“书”的定义展开大量讨论，但我们很赞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

授李零先生关于“书”的定义的观点。李先生认为“书”有三种不

同的含义。其一是作为文字的“书（”包括铭刻和书籍）。铭刻指

用刀凿或硬笔（竹笔或木笔）在石、陶、金（铜器）、甲（甲骨）等材

料上直接刻写，或在泥范上刻写反文（如铜器的范）或正文（如铜

玺的范），然后再翻铸的文字，字体多为方笔，或按毛笔书写的字

迹刻写（类似书丹后刻的碑铭）。书籍是指用毛笔蘸黑或朱砂在

竹、木、帛、纸等材料上书写的文字，字体多为圆笔或比较草率的

文字，即使是早期字体也一样可以有行、草之势。其二是作为档

案的“书（”文书）。李先生说：严格讲起来“，书于竹帛”的“书”本

来都是指作为档案或文件的“书”，现在一般叫“文书”。文书又

分“官文书”和“私文书”“。官文书”包括仪典类、占卜类、法令

类、文告类、案例类、簿籍类、契约类、书信类等多种“；私文书”包

①李永、李锡峰：《图书定义的讨论》，《晋图学刊 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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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占卜类、簿籍类、契约类、书信类、遣册类等多种。其三是作为

典籍的书（古书），即历代史志著录的“书”，古人叫“艺文”或“经

籍”。这样的“书”，现在一般叫“古书”或“古文献”。

书是藏书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对书的定义有一个比较

清晰的界定后，对于藏书和藏书史的研究的帮助会是非常大的。

《中国历代藏书史》按中国不同的历史朝代，依据中国藏书的主

要形式“官藏”和“私藏”，用史论结合的方法对中国历代藏书的

方式、格局、特征、规模、沿革等展开叙述，从中窥见中国历代藏

书的一般规律、基本特征和主要功能。

二、中国藏书的一般规律

意识形态政策环境对藏书的影响

图书是人类的思想文化产品，藏书是人类文化活动的重要

形式，因而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性。综观历代帝王或统治

者，他们对藏书的喜好或厌恶，他们推出的政策对藏书的促进或

压抑，都无不直接或间接地关系到当时藏书业命运的兴衰。咸

，战国魏襄王墓在汲郡宁五年（ 出土，武帝闻讯后，即命人将

全部葬物运至京师，得竹简小篆古书数十车，十万余言，皆藏于

秘阁。太康元年（ ）晋灭吴“，搜其图籍，封其府库”。宋代第

二位皇帝宋太宗甚至亲自出马，规划筹建国家图书馆，所以在宋

代中央政府的机构里，规模最大、建筑最壮丽的是国家图书馆。

每一年围绕着藏书，宫廷内要举办各种有关图书的活动，如讲

书、观书、观画、赐书等。特别有意思的是，每年仲夏举行的“曝

书会”，几乎成为慰劳国家图书馆各级管理人员的例会。乾德四

年（ ，宋太祖就开始诏求亡书了。他规定：凡是吏民有献书

者，史馆首先要查视书籍，如果是国家藏书所无，则收之。献书

人也就送往学士院进行考试，合格者即委以官职。淳化五年

）四月，当太宗得知已故的知制诰赵邻几家藏许多自唐及近

代将相名贤事迹及家状、行状等资料的时候，急忙命令直馆钱熙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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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宋州赵邻几家，以钱十万把所藏的资料、遗稿共百余部全部

余年收购回来。宋真宗在位 时间里，至少发布了四次求书诏

，朱元璋在东征西讨、戎马倥偬之令。元至正二十六年

时，便“命有司访求古今书籍，藏之秘府，以资阅览”。洪武元年

，朱元璋在攻破元朝大都（今北京）之后，又命徐达“收图

籍致南京， ，寻改翰林典籍以掌复诏求四方遗书，设秘书监

之”。朱元璋在立国之初，即在南京奉天门之东建文渊阁，以贮

古今载籍。同年，又建大本堂于宫中，取古今图籍充实其中，延

请四方名儒教授太子与诸王。此后又兴建了东阁、华盖殿、弘文

馆、秘书监等以庋藏古今图书。为了管理宫廷图书，朱元璋还设

置了独立的国家机 秘书监。清朝统治者为了丰富官府藏构

书，曾三番五次下诏求书。顺治帝即位之初，就多次诏令天下，

搜集有关明代天启、崇祯二朝史事的档册和典籍。康熙四年

，又因修《明史》，着礼部搜采明季史书，无论官吏还是百

姓“，如有征集所需图书，亦著送来，虽有忌讳之语，亦不治罪”。

为了征集所需图书，在制造文字狱方面严酷无比的清统治者可

谓至诚之极了。乾隆六年（ ）下诣征书“，著直省督抚学政留

心采访，不拘刻本抄本，随时进呈，以广渠天禄之储”。为了编纂

四库全书，乾隆帝亲自部署征书事宜，全国总计征得书籍

种之多，为《四库全书》的编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民国初期，国

民党政府曾一度非常重视藏书事业，确定教育部主管全国图书

馆事业，颁布 年（了图书馆法规。教育部于民国 先后颁

布了《通俗图书馆规程》和《图书馆规程》。《规程》规定图书馆应

“储集各种通俗图书，以供公众之阅览”。在《规程》的指导下，通

俗图书馆及巡回文库有了长足发展。据《国民党教育工作报告》

统计， 所，年全国有图 年有 所， 年书馆

达 年。中国共产党自 年成立以后，在领导中国新民

主主义革命的斗争中，始终十分重视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在

苏区、在陕甘宁边区、在解放区乃至在白区，党和人民政府对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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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图书馆事业做出过数以百计的决议、议案、决定、指示，为这一

时期的藏书事业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党和人民政府的高

级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徐特立、林伯渠等亲自为图书馆捐款

个捐书，尤其是毛泽东本人在延安就向 元大图书馆捐款

洋，捐书数百册，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为延安鲁迅图书馆的扩建

元大洋；毛泽东主席亲自捐款 为延安图书馆改名时题写“中

山图书馆”的馆名，他还和朱德总司令为子洲图书馆题写匾额；

林伯渠、谢觉哉为延安鲁迅图书馆题写馆名。党和人民政府的

领导人爱书、读书、用书、护书的一言一行，为号召社会各界人士

关心和扶助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也给了图书

馆馆员们为献身藏书事业以无限的鼓舞。当然，人们永远不会

忘记，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像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清政

府的“禁书令”和“文字狱”等对藏书业具有毁灭性打击的政策和

行为。这种政策和行为给世人留下了太多的遗憾、教训和恐惧。

经济环境对藏书业的影响

中国的藏书业，尤其是传统的藏书业，基本上是一种消耗性

的公益事业，其社会效益重大而经济效益甚微。这就决定了中

国藏书业对经济环境的严重依赖性。换句话说，良好的社会经

济环境，能给藏书业提供必要的经济的、物质的支撑，推动其正

常运行；恶劣的经济环境，则无法顾及这种没有经济效益的公益

事业，而可能是任其自然运行。如果藏书业长时期得不到经济

的支持，它就会难以维持生计，甚至出现严重的生存危机。清代

有些颇有影响的著名传世私家藏书，由于其家庭走向破落，其后

代将其几代人苦心积累的宝贵典籍出卖以聊生计，导致百年私

藏毁于一旦。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经济环境对藏书业的直接影

响。

文化环境对藏书业的影响

由于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古代及封建社会

时期的文化教育活动相对有限，因而著书、刻（出版）书、读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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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人类文化教育活动的主要组成部分。刻

（出版）书、读书、用书离不开藏书，同时又是推动藏书业发展的

一种组合力量。藏书在著书、刻（出版）书、读书、用书的循环过

程中起着一种承前启后的桥梁作用。著书、刻书为藏书提供丰

富的书源，藏书又为著书、刻（出版）书、读书、用书提供必要的文

献信息。在这个循环过程中，文化教育环境与藏书业形成一种

共进共退、共荣共衰的互动关系。

宗教发展对藏书业的影响

中国的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历史悠久，影响深远，延绵

不绝。从中国最早建于汉代的洛阳白马寺到当今遍布全国的寺

观，其生命力之强，其信教徒之众，大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之势。据元宣政 ）时，全国有寺院院统计，至元二十八年（

余所，经过登记的僧尼凡 万余人，超过了当时各级学校

的数目。难怪张养浩在上时政书会感慨急言：“国家经费，三分

为率，僧居二焉。”元代的这一历史记载，足以说明我国寺观兴旺

发达的事实。寺观的产生和存在是以传教布道为其基本活动

的，教义、经书则为其基本工具。因此，撰写、搜集、储藏、传播教

义、经书也就成为寺观必不可少的重要活动。据《高僧传 僧佑

传》载，早在南北朝时的建康定林寺，在僧佑主持期间，集合众

力“，造立经藏，搜校卷轴”，最多时藏经达 余卷。据记载，

唐代西明寺大藏编成的《大唐内典录》卷八《历代众经见入藏录》

记录经律论传等 帙，共　 部， 张。现卷，共用纸

存的敦煌遗书约五六万件，其中佛教文献占 以上。内容大

致有佛教、道教、景教、摩尼教、袄教等宗教文书，经、史、子、集等

儒家经典，还有文学作品、通俗读物，普通经书、年谱、家谱等等。

历代寺观藏书不仅规模宏大，而且颇有惊人之处。如，宋辽时

期，辽国所藏的石刻经书，可谓中国寺院藏书最大奇迹。位于今

北京房山县的房山云居寺的石刻经，始刻于隋唐之际，历经千余

年，累刻石经 多片。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部石刻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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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大藏经》和唯一的一部篇幅最大的文字石头书，在世界文化

史上占据了极其辉煌的一页。又如宋代玉虚观道士徐道明，在

德佑初年北兵围城时，他把观中所有书籍藏于石函中，又隐放在

坎中，并危坐其上。当士兵以刀胁逼他离开时，他毫无惧色，岿

然不动，最后为护道书而献身。此外，历史上的寺观刻经活动和

手工抄经活动，也为藏经活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总之，宗

教对藏书的影响主要就体现在藏经、刻经、抄经、传经、护经之

中。

科学技术进步对藏书的影响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每一个进步，都推动

着藏书业的向前发展。我国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的发明，使

知识的载体发生了一次质的飞跃。纸的出现，无疑使得书的制

作更为方便、经济、快捷，书的生产数量也越来越多，而且书的收

集和保存更为方便，因而，也给藏书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印刷

术的发明、发展和完善，实现了书籍的生产从手工抄写的方式向

印制的方式转变，因而书的复本数量激增。这无疑给藏书提供

了更为丰富的书源。同样，建筑科学技术的进步给藏书建筑带

来的改善和进步，也证明科学技术的进步对藏书业产生着积极

影响。

战争和自然灾害对藏书业的影响

战争不仅给人类社会造成严重的灾害和痛苦，同样给藏书

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且不说兵荒马乱时人们无法也无心去从事

藏书事业，就是那些兵匪的烧杀抢掠行径，也常常置已有的藏书

业于死地。著名近代藏书理论家郑观应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中国自都中国库外，镇、杨、杭三阁早付劫灰，其家藏最富有，如

昆山徐氏之传是楼⋯⋯所藏古籍，宏富异常，兵燹以来，半归散

失。”清末著名四大私人藏书楼之一的鲁西聊城杨氏海源阁毁于

兵荒战火之中的惨状令世人难忘“。民国十八年夏，国民党土匪

王金发攻陷聊城，司令部即设在杨氏院内，海源阁藏书遭受空前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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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劫。除匪首大肆携掠与兵匪携出盗卖外，随手毁坏之状更是

目不忍睹。‘炊火以书代薪，夜眠以书作枕，至拭桌、拭烟枪，无

不以书代之’。匪动过后，‘杨宅已不见一人，院内室外，书籍满

地，厕所马厩，亦无地无之，院内书籍为大雨淋烂’。杨氏见大势

已去，遂将劫后残 余箱运往济南，从此不复回乡。次留捡装

年，王冠军再陷聊城，又一次对海源阁进行洗劫，使海源阁至空

无一物，历经百年的文化宝地遂成一座废墟。”抗日战争期间，日

本帝国主义在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的同时，对中国的藏书业也

进行了疯狂的破坏和掠夺。整个抗战期间，全国图书馆由

。所减少到 所，各类图书馆所损失的图 万册以上书在

自然灾害，主要是火灾、虫灾和水灾，对中国藏书业造成的损失

也是十分惊人的。例如，坐落在北京西什库教堂的北堂图书馆，

在嘉庆十二年（ ）发生的第二次禁教，东堂火灾，损失惨重，

册得以幸免。再如，著名的上海商务全部东堂藏书仅 印书局

的东方图书 年馆 月， 日遭日本浪人纵火， 多万册藏

书除宋元精本 种 多册，因感予当时局势紧张早已移藏

金城银行保险库而得幸免外，其余尽成灰烬。历史上有关藏书

遭受战争和自然灾害者，真是不胜枚举，教训惨痛。

藏书家对藏书业的影响

中国历代藏书家是推动藏书事业不断发展的一股强大力

量。首先，他们爱书如命，将藏书作为人生的第一乐趣。历史

不少藏书家为了藏书，拿自己的俸禄、家庭资产去购书，乃至不

惜节衣缩食、典当私物。宋赵明诚、李清照夫妇“，竭其俸入，以

事铅椠”“，食去重肉，衣去重彩。首无明珠翡翠之饰，室无涂金

刺绣之具”的爱书藏书行为成为千古佳话。其次，藏书家以抄

书、刻书的实际行动来丰富私家藏书。如，清代冯舒、冯班及何

①韩启桐：《中国对日战争损失之估计》 ，第 页，中华书局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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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闻得寒山赵氏有宋刊《玉台新咏》，于冬月“朔风飞雪中，挟

纸笔，袖炊饼数枚入山，匡造其庐，乃许出书供录，堕指可冻，穷

四昼夜之力抄副本以归”。类似众多的求书若渴，不辞辛劳抄书

的行为令后人赞不绝口。再次，著书家兼藏书家们亲自著书立

说，以丰富藏书。中国历史上，无论哪个朝代，亦无论是经学家、

史学家，凡有著述传世者，无不有数量可观的书籍之藏。春秋战

国时代的孔子、惠施，两汉的刘德、刘安、蔡邕，魏晋时代的王粲

王弼、张华，南北朝的陆澄、沈约、李谧、沈麟，唐代的许善心、魏

徵、颜师古等等，既是著名的著家，又是著名的藏家。有人做过

专门统计，中国历史上较有成就的藏书家中，属学者型的即著家

兼藏家的占 。第四，历史上还有一种集刻书、售书和藏

书于一身的藏书家。明代的大出版家毛晋，从明末到清初刻书

数百种，世有“毛氏之书走天下”之称。他藏书积至 万册之

多。这种集刻、售、藏于一身的藏书家，对中国藏书业具有特殊

的贡献。第五，藏书家的典籍的捐公。进入近现代，众多的私人

藏书家从爱国为公、服务民众的意识出发，纷纷以私藏捐奉给各

地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为中国近现代的藏书业发展做出了

无私的奉献。

三、中国藏书的一般特征

地域性特征

首先，中国是一个地广物博的多民族国家，其政治、经济、文

化的发展往往是不平衡的。任何一个历史朝代的京都，因为其

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和统治者施政的需求，那里的藏书

也比其他地方要集中得多、发达得多。其次，一个地区的社会稳

定、经济繁荣，那里的老百姓就能安居乐业，他们就有余力去举

办藏书业，那个地域的藏书业也自然较为发达。其三，一个地域

的人文教育较为发达，那里的学校办得多，读书人多，著书立说

的人也多，那里的藏书也随之较多。再说，如果一个地域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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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比较发达，那里建的寺观庙宇多，僧侣们为诵经、传经、护经

就一定会多写经、多藏经。因而，那里的藏书也就多了一个来

源。

阶段性特征

中国的藏书的形成过程经历过萌芽、成熟、完善和发展几个

主要阶段。中国每一个朝代的藏书大致又经历过恢复、创新、发

展、鼎盛、衰落的过程。每个发展阶段之间并不是截然分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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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图书馆等等）。第三，从藏书规模来看，有大型的、中型的、

小型的，甚至还有微型的。第四，从藏书举办者来分，有官吏、商

人、僧侣、道士、学者、军人、地主，还有学生，几乎涉及到各种职

业群体。藏书的多样性特征充分展示出中国藏书业朝气蓬勃的

生命力，广泛坚实的群众基础，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源

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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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藏书

我国古代藏书事业，是随着文字的产生和成熟、文化的发

展、生产力的提高逐渐发展起来的，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夏代

是我国奴隶社会的第一个王朝，出现了官府藏书。商代经济显

著发展，文化事业进一步繁荣，官府藏书系统有了进一步发展。

周代尚文重史，藏书事业得到很大的发展，不仅藏书规模扩大，

藏书处所增加，管理制度更加明确，管理方法更为精细，出现了

早期的分类，藏书的利用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开发。从春秋到

战国，我国社会由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过渡，出现了我国历史上

的第一个文化大发展、学术大繁荣的时期，我国古代藏书事业产

生质的变化，诞生了私家藏书。秦代藏书虽取得了一定程度的

发展，但“焚书坑儒”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场空前惨烈的灾祸，也

是中国藏书史上的一大损失。它不仅阻碍了藏书事业的发展，

而且影响此后历代藏书的质量西汉统治者汲取了秦朝灭亡的

经验教训，采取一系列开明的政策和措施，大力发展藏书事业，

使之走上了持续发展的轨道。东汉统治者也同样重视藏书建

设，藏书数量惊人，品种愈加庞杂，其藏书规模超过了西汉。另

外，最终形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独立的佛教寺院藏书体系。魏

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由汉代文明走向唐代文明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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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也是我国藏书事业走向新的发展高峰的过渡阶段，其藏书

事业虽历经劫难，却仍缓慢发展，并最终形成了另一个道教宫观

藏书体系。

第一节　　先秦时期藏书

文字的产生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没有文字记载，

就没有文明的历史。有了文字，才会出现图书文献，也才会有藏

书活动。因此，研究藏书的历史，首先要从文字的产生和图书的

起源说起。

一、文字、图书的起源

汉字的起源和使用

文字的产生并付诸使用，是图书产生的先决条件。学术界

有的人曾把河南安阳殷墟甲骨文字作为中国文字的起源，作为

中华民族进入文明历史的标志，以至于讲中国古代史，只是从距

今 余年的殷商王朝说起。这是对中国文字的起源与使用

历史及对中国文明历史的不公正回答。

中华民族迈进文字历史门槛的时间很早。在远古的时候，

我们的祖先是用结绳、书契、图画作为文字来记事。结绳、书契、

图画本身不是文字，但它们是文字的先驱。它们最初的作用和

文字相同。我国的汉字源远流长，很早就有关于汉字发明和使

系用的记载。《易 辞下》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

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

注“：后世圣人，谓黄帝尧舜也。”这两段话含有两层意思：一是文

字发明之前，有一个结绳记事阶段，从结绳记事到文字发明，经

历了漫长的时间；二是文字发明出于统治的需要，即所谓“百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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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治”。

系辞》所载的这个传说是有根据的。现有资料说明，《易 先

是结绳记事，后来才有文字，这是世界许多民族共同的经历。说

文字发明于黄帝尧舜时，也大体符合历史实际。关于文字起源

于黄帝时的传说，由来已久。《世本 作篇》“：黄帝使仓颉作书。”

君守》，以至汉代解蔽》后来《荀子 《韩非子 五蠹》《吕氏春秋 的

淮南子 本经训》《说文序》都有仓颉造字的记载。考古资料说

明，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彩陶上有类似文字的刻画符合，被认为

年左是中国文字的起源，迄今已有 右。从汉字的起源到成

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集体创造过程。仓颉所做的应是继承和

整理，起了整齐划一的作用，可以说是促进文字定型的关键人

物。章太炎《造字缘起说》“：《荀子 解蔽》篇曰：‘好书者众矣，而

仓颉独传者，壹也。’依此，是仓颉以前已有造字者。”夏朝建立以

后，出于统治的需要，在设官分职时，有专人研究并使用文字，促

进了汉字的成熟。到夏商之际，汉字已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

《尚书》有《夏典》，夏朝有完整的世系流传下来，说明人们已能运

用汉字记录政事活动。这些历史资料，单靠口传是不能那样完

整地流传下来的。现存最古的文字是 年前即商代后期的

殷墟甲骨刻辞。从 年清国子祭酒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以后，

经过 世纪 年代以后在安阳地区的大规模发掘，至今已先

后获得甲骨十余万片。文字多少不等，少的三五字，多则几十

字。经研究，这些甲骨文是盘庚迁殷（公元前 世纪）至殷亡

（公元前 世纪）前后 多年的文字记录。 年又在陕西

周原地区发掘一批西周早期的甲骨共 多片，其中刻有文

字的近 片 字，共，一片多的有 多字。字形很小，刻画

整齐，说明雕刻技巧已相当熟练。从形体看，尽管字形与现代汉

字很不相同，但甲骨文已具备多种形式；从文字结构看，有形声

字、通假字、数序字和用作人名和族名的符识字，说明甲骨文已

进入成熟阶段。从内容看，大量的是占卜刻辞。除卜辞外，甲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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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还有一些记事刻辞，与卜辞无关。记事刻辞多刻在兽骨上，

是当时史官的政事记录，流传下来，就是历史文献。

甲骨文在先秦人心目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先秦人把它作

为典籍收藏之列。从严格意义来说，它还不是书籍；从广义来

说，甲骨文属于书籍范畴，是书籍的雏形，是书籍的最原始形态。

图书的起源

关于我国最早的图书产生，有一个近似于神话的传说，即

“河图洛书”。传说伏羲统治天下时，龙马背负“河图”出现于黄

河，神龟背负“洛书”出现于洛水，伏羲据以画成八卦，后来演成

《周易》。传说并不是历史，但它是历史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历史。

系辞》说“：河出图，《易 洛出书，圣人则之。”《尚书》中也有

同样的说法。这是最早把图书二字连在一起，是“图书”一词的

出处。书在先秦，除称为“书”外，还称为“典籍”“、文献”“、图

书”。从古代文献和考古来看，图书确实产生很早，在距今

年左右的五帝时期便有文献。《左传 昭公十二年》载“：是能读

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据汉孔安国《尚书序》说“，三坟”是伏

羲、神农、黄帝之书“；五典”是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八卦

之说，谓之“八索”；九州之志，谓之“九丘”。按照孔安国的说法，

先秦传说中的这些古书都指三皇五帝时期的书。 周礼注疏 外

史》“：掌三皇五帝之书。”《汉书 艺文志》著录道家类著作有《黄

帝君臣 篇。 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 十大经》 篇，的

其中有 篇记载黄帝君臣言行、内容、题名与《汉书 艺文志》相

符，可能是同书异称。《史记 五帝本纪》以黄帝为五帝之首，司

马迁在篇末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以来；而百

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

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麟，东渐

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

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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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帝系姓》章矣，顾第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

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

寡闻道也。”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窥见司马迁是花了很大工夫广

为搜集、精心选择五帝资料的。另外，《尹文子》载“：仁、义、礼、

乐、名、法、刑、赏，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术也。”这说明五帝

时期已有治世文书。

总之，五帝时期我国文字已广泛使用，产生了文献。可以

说，当时史官记言记事的资料是书籍的起源，史书是最早产生的

书籍。

二、夏、商、周王室藏书

夏王室藏书

夏代是我国奴隶社会的第一个王朝。已经建立了完整的国

家机构和政治制度，农业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手工业生产也

形成了制铜、造车、酿酒、制骨、纺织、陶器等部门，而且还能制造

一些比较精美的玉器。在文化艺术方面，夏代的音乐、舞蹈和宗

教，都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夏代文字更趋完善，史官制度也

已经确立，这些都为我国古代藏书事业的萌芽奠定一定的基础。

这一时期，较多文献的出现、夏王室保存文献观念的形成和多种

多样的文献载体等，都表明我国的官府藏书早在夏代便已经出

现了，其理由有以下诸方面。

首先，夏王室拥有文献。根据古籍记载，夏王室留存后世的

文献，可知的大致有：五帝时期产生的一些文献，如《虞书》《三

坟》《五典》《河图》《洛书》《连山》《归藏》《苍颉书》以及一些铭文

等，都流传到了夏王室，并由夏王室保存起来。此外，夏王室有

《书》，即《尚书》中的《夏书》。《春秋左传》和《国语》屡屡提及《夏

书》并引其文。战国诸子也常引《夏书》。《夏书》在春秋战国时

期不仅流行于官府、诸子之中，也为统治阶级中的上层人物所喜

爱。春秋战国时流行的《夏书》，有的已遗失，有的流传到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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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夏代典籍还有《夏时》和《夏小正》。关于《夏时》，《竹书纪

夏本纪》年》载，帝禹元年“颁《夏时》于邦国”，《史记 也称“孔

子正夏时”。《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鲁国的天文学家梓慎称赞

《夏时》说“：夏数得天。”就是说，夏历比较正确地反映了天象运

行规律。《夏小正》是夏王朝留存后世的农书，战国时曾广为流

传，故司马迁说“：学者多传《夏小正》。” 它包含夏代在农牧业

生产中积累起来的一些天象和物候知识，是后世窥探夏代农业

的重要文献。在先秦及后世典籍中，还保留着不少夏代有名称

梁惠王》下记有《夏谚》，箕子的文献，如《孟子 称《洪范》始于夏

禹，《史记 夏本纪》记禹时作乐《箫韶》，等等。

其次，夏王室已形成了保存文献的观念。夏代设有左史、右

史，记言书事。夏王室的文献由史官保管，是经过有序整理后收

藏的。《吕氏春秋 先识》记“：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

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出奔如商。”《墨子 非命

下》也载“：子胡不尚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记，从十简之篇以

尚。”由此可知，夏代也和商、周一样，典籍是有序整理收藏的，即

“从十简之篇”，以十篇编为一卷的。

最后，夏王室具备了收藏图书的专门处所，即宗庙。据《竹

书纪年》记载，在夏都里，除建有宫室外，还有宗庙。《墨子 明鬼

下》载“：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

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周礼 冬官考工记 匠人》载“：夏后氏

世室。堂修二七，广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阶，四旁两

夹窗，白盛；门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注》“：世室者，宗庙也。”据

此可知夏王朝有宗庙，而且可知其宗庙的建筑结构及规模。

商王室藏书

商代是我国奴隶制 商度日趋发展的时期。与夏王朝相比

方诗铬等：《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版。

②司马迁：《史记 夏本纪》，四库全书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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